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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江浙地區的責任群體及其嬗變

⊙ 馮筱才

 

晚清以來，隨著江浙商人經濟勢力上升，他們更為關注社會秩序。當社會秩序遇到挑戰時，

其維護的努力亦相應增加。在此過程中，筆者認為地區出現了一些責任群體。所謂責任群

體，指民初政治動盪時，能主動承擔維持地方秩序責任的社團與個人，其中以商人為其中堅

力量。

一、明清以來地方秩序維護功能的轉移

自戰國以後，中國人的思考中便有了很深的秩序情結，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題亦是如何建立秩

序，秩序問題亦成為國人思想中最基本的問題，1並且在政治中有著特別的意義。2

趙世瑜曾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陽城陳氏為例，研究社會動亂發生時地方士紳的秩序挽救工

作。3趙認為在社會動盪的形勢下，無論是鄉里、村落還是家族，這樣的「小共同體」，具有

相當的自我維繫和調節能力。而地方百姓亦需要此種士紳的「庇護」努力。其實他的討論不

僅適用於明清時期，而在民國初年同樣有參考意義。而就民初的江浙地區而言，在此種「小

共同體」秩序維護工作中，商人的作用尤其重要。

對傳統中國政府而言，維持秩序與重建秩序為最重要的政治事項，國家在此方面總是謀求地

方精英的幫助。明清以來，長江流域地方精英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補充了國家的不足。

但自十九世紀後，政府積極性漸漸減弱，甚至放棄了維持地方社會秩序的努力。於是，中國

地方的精英更多地從「責任」入手參與社會活動，在帝國行政機構分崩瓦解之際，保持了舊

秩序的社會基礎不被動搖。4

自晚清以降，士紳保衛地方秩序安寧的職能日益加強，甚至有脫離政府控制的趨勢。5進入民

國以後，士紳原有的地位失去了制度上的屏障，加上紳、商之間的流動加劇，商人開始在地

方秩序的維持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6王國斌曾把傳統中國官員與精英一起維持地方秩

序途徑分為三種：意識形態的、物質的以及強制的。7在民國初年，這三種途徑似乎都日漸式

微。傳統的儒家秩序觀既不被社會大眾所看重，中央政府權威的崩塌亦使強制措施無法推

行，政府方面的利益誘導更為缺乏。而且，民初江浙地區官員像「走馬燈」般地更換，社會

秩序的維護未必是地方軍人所關切的重心。但是，區域社會的穩定，卻與商業的榮衰、財產

權的保護密切相關，故地方商紳會自發地來維持地方秩序，而商人在其中由於利害所繫，往

往表現得更為主動。

二、民初社會亂象與江浙地區的責任群體



黃仁宇曾在《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一書，將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形容成是社會「憲法」墮

落後的「初民狀態」。利維坦（Leviathan）禍害展露崢嶸，8武力化作秩序的裁判。在此種

情形下，一方面，社會既須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而將商業原則化為社會的普遍規

則；一方面，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巨靈」的搏鬥，亦需靠商人作為中堅。故商人地位顯赫，

成為歷史轉變的樞紐。雖然個別政客的力量或光彩會曇花現於一時，但隱於其背後的制度性

因素仍靠商人階層去作勢力之支持。9筆者雖然不能完全贊同黃氏的觀點，但他以「初民狀

態」來形容清末民初的社會，並且強調商人在維持地方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卻是非常

精闢。

民國初年，尤其是1916年後，國內政治確實陷於一種「混亂」的境地。在某些時候，一些地

區甚至出現準無政府的狀態。各派軍人的武鬥，經常導致秩序的危機，亦使地方治安的維持

常要領賴於責任群體的工作。泰勒（Michael Taylor）探討何種條件能在無政府狀態下維持

住社會秩序。他主張社區（Community）是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的基礎。10泰勒所說的「社

區」似乎可以在民初江浙一帶城、鄉、鎮、村等各種居民聚居群落中看到一些影子。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認為隨著民國初年「國家政權的內卷化」，贏利型經紀體制漸

漸侵入社會。11但是以1927年前江浙地區的經驗來看，此種「內卷化」並不是非常嚴重，地

方紳商的控制力仍然強大。由他們所構成的「責任群體」類似於杜筆下的「保護型經

紀」，12承擔大量的維持地方秩序與福利的責任。

固然，筆者提出「責任群體」的概念，並不認為商人的行為完全是基於一種「利他主義」的

考慮。責任群體的的問題其實亦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由於個人產權在非常時期與社會

安全緊密聯繫在一起，所在他們只有付出成本去維護秩序，以確保個人產權。13但同時其他

人亦得以「搭便車」而享受到秩序維護的利益。和平時期，付出治安成本者，可能會要求政

府支付相應的補償，如名譽嘉獎，費用償還等等。但是在非常時期，往往這種成本的支出無

法得到彌補。區域內商品化程度愈高，市場網絡愈緊密發達，可能願意付出此種成本的人愈

多。而市場經濟不大發達的地方，可能會有人願意支付小範圍（如一個村莊）的治安成本，

但是大的範圍內的成本支付既無責任者出頭組織，他們亦感覺不到現實的必要，因此我們就

可以發現商品化愈發達的地區、市場聯絡愈緊密的地區，該區域內的責任群體便往往有愈活

躍的表現。14商人的責任意識則實現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協調和貫通。個人利益的最大

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亦促進了公眾利益。筆者認為，從這點出發，也許我們對於江浙商人

在民初的政治應變行動會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筆者所謂的「責任群體」其實與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為解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而提出的「自主治理」框架有暗合之處。奧斯特羅姆認為：如果

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便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

規避責任和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15實際上，民初江浙商

人維持「社區」（或稱「小共同體」）秩序的集體行動，為奧氏的理論提供一個支持的實

例。

民初江浙地區的責任階層，並不能用「紳」、「商」、「官」、「民」等某一單純的概念來

代表，而是根據其個人或組織的實際行為或態度、觀念來確定。有時他們可能是商人，或紳



士、或普通「公民」。而有時他們可能會在鄉官吏。他們的共同點是願意在一定的時候出來

承擔責任，免去或減輕政治事件或軍事事件、經濟事件等等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時勢可

能會把他們推到歷史舞台的聚焦燈下，成為某一幕中的主要角色。

但商人是這一階層的中堅者。他們由於個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而經常為軍閥或社會普羅

大眾所注目，亦極易成為壓榨和發泄的目標，所以他們往往會成為責任階層的主動者，因為

他們如果不負責任，那麼很可能損失最大的便是他們了。而且由於他們擁有的財富動員資

源，所以可能為責任階層理想的實現提供現實的保證。因此，李達嘉注意到上海商人不只是

顧及自身利益，對整個社會有著其深刻的責任。16

當然，有時責任階層的成員亦不一定由個人的利益驅使，他們可能基於一種傳統儒家道德信

念。尤其是在民初中國，非常的政治社會生態則使一些傳統文化「化得較深」的人把自己的

內心關懷轉化成對社會的責任。17如本文第四章所提及的張一鷵即是一例。

地方意識對這種社會責任有很大的影響。中國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

理想實現的順序，以及滲透於一般國人心中的「差序格局」的影響，18往往使他們更容易把

這種社會責任在地方上首先表現出來。

責任群體（Responsible group）與「精英」（Elite）概念有重疊但不全等。19因為所謂

「精英」實際仍來自西方歷史經驗，與中國本土的實際並不一定相符。所以蕭邦齊（R.

Keith Schoppa）在使用這個概念時，便把公共領域的概念也一併引入。而他用「精英」所指

涉的範圍有時太廣，但裏面的人卻有顯著差別，尤其在對待社會秩序的問題上，其態度更是

相距萬里。所以筆者認為「精英」概念在解釋民初江浙社會及政治時，並不具說服力。

責任群體政治性活動參與的特徵具有暫時性、應急性、中立性。暫時性決定於他們對於政治

活動的超然立場，之所以要介入進來是因為社會秩序受到威脅。商人關心的主要是市面，而

有的紳士關心的則是民疾。故此他們的聯合意味著責任群體政治參與活動擁有一個較為妥實

的基礎。從前面幾章來看。他們的活動也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效果。

三、責任群體秩序挽救努力及其意義

社會精英維護秩序的意義在於減輕因偶發因素而導致社會動盪。在社會發生動盪之際，有時

「如何應付」是決定能否避免災難的關鍵。20民初江浙地區的「責任群體」的主要任務便是

應付社會動盪。所謂「弭災所以弭亂」，21地方秩序亦藉此而得以相對地保全。

以前有學者往往從「革命發生學」的角度出發，過分強調因社會矛盾與經濟狀況的不良，而

導致「抗爭」的加劇。而忽視了官方與民間對此種社會問題的救濟努力。如果在出現危機的

時刻，有合適的責任群體出來承擔疏導的義務，也許能轉危為安，護衛社會秩序的平和。22

民初江浙地區的責任群體的工作與該地區在全國政治混亂中能保持一定的穩定發展實有密切

關係。自衛團體需要紳商的號召組織與經濟支持；軍人的勒索沒有紳商的折衷無法應付，而

且可能引起重大災難；民眾的情緒亦需要紳商來加以疏導，市面的維持與紳商的鎮定與否緊

密相連；救濟民生亦需要紳商的出力組織。特別是在戰亂來臨時，由於以商人為主的責任群

體的介入，往往會使戰爭損失大為減輕。



政治雖然混亂，地方行政部門基本癱瘓的情況下，是不是地方秩序便會陷於不劫的境地？從

江浙的例子來看，未必如此。尤其重要的是，像兵災此類嚴重的秩序危機，如果防範得時，

並有人主動出來承擔責任，是可能避免發生的。民初絕大多數兵變是因為欠餉而引起，有人

統計了民初十一年中，全國一共發生兵變179次，其中以湖北最多，為27次，而浙省未發生一

起兵變，徐敏蕙認為，這主要與盧永祥原則上是不欠餉的做法有關。23但盧永祥不欠餉，最

多只能說明他任浙江督軍或督辦時的情形，而不能解釋此前的情形，而繼盧永祥之後的孫傳

芳時期，浙省亦未發生兵變，所以僅從軍事首長的角度來解釋未必完整。筆者認為，浙省在

民初之所以未生兵變，主要還與地方紳商的應付有方有關，而「責任群體」的適時承擔壓

力，及時協助軍方解決欠餉問題，才是關鍵所在。

同樣，戰爭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缺乏願意承擔維持社會秩序責任的群體與個

人。如果有力量者各顧私利，放棄拯救公共秩序的機會，大家都想「搭便車」，那麼「集體

行動」便無法產生。所以一個有責任心的中間階層的存在，是社會的大福。

進而，筆者認為民初國內經濟的增長，關鍵在於一些重要經濟區域還保持了較穩定的環境。

雖然全國的戰事不斷，但是只有這些地區的社會秩序與產權制度尚能保住，經濟增長便有可

能。四川的內戰損失，或許可從江蘇、浙江的增長來彌補。而責任群體的存在是民初江浙地

區得以保持相對秩序和發展規模的主要原因。

四、政治力沖擊下責任群體的變異與式微

然而，從民初十六年的歷史來看，江浙地區的責任群體亦由於政治力的沖擊而漸發生變化，

到1920年代中期後，則呈現出衰微的態勢。

商人在面對革命、戰爭與民族主義運動時，往往需要花費成本去維持秩序，保護市面。但是

如果這種「治安成本」過於高昂，商人可能便不願再去承擔這種公共責任。1920年代後，尤

其是1924年後，江浙地區的政治格局發生大的變動，區域內的局部和平已不能維持。各派軍

人對商人的勒索愈來愈烈，而激進民眾與黨人對商人的攻擊亦日益加劇，「國家」與「私

利」的矛盾似乎亦激化起來。在此情形下，較大的集體行動往往難以形成，而商人便趨向於

以個人的力量或者借助於政治上的強權來保護財產的安全。而且1920年後，對「責任群體」

制度方面的鼓勵亦愈見稀少，國家干涉主義則日漸盛行，紳商自主活動的空間則縮小。因

此，我們可以看到江浙地區的「自治」運動便日漸沉落，責任群體亦日益解體。

由於政治力的沖擊，一些在社會中願意出頭露面來為公眾謀利益的紳商被打成「土豪劣紳」

或者以「反革命」的名義被攻擊。一些公團負責人，亦由於受激進政治勢力的打擊，而心灰

意冷。不願意再出面。241919年的五四運動給朱葆三及沈聯芳等人的打擊甚重，他們在此後

亦確實很少露面。伴隨著責任群體的衰微，是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無人主持，社會發生動盪

時，亦少有人願意出來應付及善後。沒有地方紳商的扶助，政府在鼓動起群眾的民氣後，有

時亦無法控制局面，以致社會愈來愈糜爛。「各人自掃門前雪」成為處世良方。但在一個日

益「利維坦」化（這裏借用黃仁宇的說法）、「合作的道義感」被嚴重破壞的社會中，25人

人都難保安全，社會秩序亦愈來愈混亂。1920年即有人指出，「當時中國之亂象皆源於無人

負責任」。26杜贊奇亦認為，在20年代初期的華北農村，由於物質福利減少，以及推行鄉制

使地痞橫行，有些地方的精英保護人逃光了。27 筆者認為這裏面其實有一個「選擇性刺激」



（Selective incentives）的問題。28當維持社會秩序應變行動的成本太高，或者外界的政

治衝擊已使「責任群體」維持一種集體行動需要的「選擇性刺激」太少，自發的秩序維護的

工作便可能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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